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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式的政治史
———清代剃发易服政策新考

鱼宏亮

　　摘　要：“剃发令”是明清易代之际伴随满洲政权南下攻取明朝地方所实行的一项重要归化措施。随

着全国性的清朝统治政权的建立，剃发易服变成了清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辫发和满洲服饰成为

清代中国人的一项重要身体标志。学界一般都认为，剃发易服政策的实施，对清朝建立政治权威有着重要

的影响和意义。但是，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雍、乾时期宫廷画师所绘制的皇帝、后妃、侍从的常服画

像，以及外国使节所带画师所描绘的清朝官、民画像，我们发现“剃发易服”在清代并不是一个严格的限制

性法令，在不同时期，清朝宫廷中曾经以模仿和穿戴明人“衣冠”为时尚，因此在宫廷画师的写实性描绘中

留下了大量身穿明代服饰的人物图像。根据此一现象的提示，我们发现大量明末野史中渲染的“剃发易

服”“扬州十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等历史叙事，都带有政治动员的色彩，与历史现实有较大差距。

本文利用公、私档案、中外图像资料，考证了“剃发令”实施的过程，以及此一法令在不同士、民阶层中的不

同适用，指出不受剃发令限制的几种情形，以及满洲贵族在私人生活中发型服饰上特定时期的不同风尚。

最后指出，“剃发易服”历史记忆的强化是在晚清革命思潮兴起之时的政治动员符号，根据数据库的统计，

“剃发易服”历史叙事与革命思潮兴起具有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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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式与衣冠是人类最显著的两个外在形象标志。在上古时代，就被赋予了文化与身份的意义，成
为个人与族群的重要文化符号。孔子在《论语》中对齐国大夫管仲有一句著名的评价：“微管仲，吾其

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就是与华夏不同的周边族群的发式与服饰。《淮南子》说：“三苗鎝首（三

苗之国，在彭蠡洞庭之野，发以粆束发也），羌人括领（括，
!

），中国冠笄（笄簪），越人剪发（靱，断），

其于服一也。”①在中国历史上，亦发生多次更改发式衣冠的移风易俗的历史事件。如北魏王朝建立

后，一方面“散诸部落，始同于编民”，另一方面，以“混一华戎”为国策，认为“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

虽殊俗，抚之在德”，“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② 因此道武帝在天兴元年（３９８）命“天兴皆束发加
帽”，③发饰和衣冠为之一变（见图１）。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定型，北魏鲜卑族的统治阶层制定了以中
原古礼为标准的新的衣冠发饰，通过外形的改变，将原来北方民族便捷的发型服饰改变成合于礼仪的

“褒衣博带”（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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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北魏迁都前的鲜卑装 短制褊衣① 图２　北魏迁都后服饰 褒衣博带　　图３　唐 佚名 胡服美人图

这种变化，是北魏统治集团主动寻求融入中原文化，实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的所采取的文化策略。有

论者谓“孝文帝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极其特殊的大事件，一位统治者全盘否定本民族的语言、礼俗、服

装、籍贯乃至姓氏，可谓空前绝后之举”。② 事实上，衣冠发式虽然为不同地域、族群间的文化标识之

一部分，但从流行的角度来看，却更容易发生变化和互相影响。这从北朝之后的隋唐风俗来看，甚为

明显。胡风、胡俗深入到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是北魏汉化反向影响的典型例证（见图３）。③ 比如，
中国古代最为普遍的穿戴之一幞头，就是从鲜卑帽演变而来。作为简易方便的头巾，既可束发，又可装

饰，改变了传统成人在正式场合须戴冠的习惯。《礼记·士冠礼》中所规定的男子成人标志，在东汉以后

就逐渐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式微，取而代之的则是受不同文化与习俗影响而形成的装束习惯。④

一、清初的剃发令与满洲旧俗

清初剃发之令，正史、官书等各种史料都有提及。主要过程集中在顺治年间。传统观点认为，清

朝实行的剃发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关外时期，这一时期清朝与明朝处于拉锯战状态之

中，为了区别降服还是未降人民，满洲贵族集团对战争降服的汉人实行剃发政策。皇太极时期，多次

重申归服地区人民剃发：“丙午，大贝勒阿敏示谕永平官民等曰：我兵久留于此，意在养民以成大业。

尔等妄意谓我将返，且间有不剃发之人，是不知兴师之意也。今尔等宜各坚意剃发，有不剃者，察出处

死。至于各处归附村落，岂无绅衿贤能之人？若输诚来谒，自当叙录。嗣后国家底定，皆可立功以邀

恩也。”⑤战争时期，将剃发与否作为是否归降的辨识标志，有一定实用目的，在文化上的功能要弱一些。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入关之战，清朝的各种政策面临新的调整。强制推行的“剃发令”引起内地人民的
极大反抗，包括已经降服的明朝官兵，都心存抵触。所以暂时终结了剃发之令。顺治初年清朝的政治结

构是，皇帝年幼，主要政务出自辅政大臣尤其是多尔衮之手，所以顺治年间的几大弊政可以归结为多尔

衮的责任。顺治元年六月，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降，书信中有“入京之日，首崇

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在朝列，

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等语句，说明入关后清朝已经改变了强行剃发的政策。史可法在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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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图２来源为孙机：《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７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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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薛爱华（ＥｄｗａｒｄＨｅｔｚｅｌＳｃｈａｆｅ）：《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第１９页。
有关先秦到唐宋冠服演变的文献，权威的当属宋人郑居中纂《政和御制冠礼》一书，对周至北宋时期冠服礼仪制

度演变有详备考述。该书传世有清四库全书本，１９３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根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的《四库全书
珍本初集》本。

《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二册，天聪四年四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９４页。



中提到多尔衮入关后采取“为我先皇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群黎，且罢剃发之令，示不忘本

朝”，①说明１６４４年入关后清朝根据政治形势，调整了原来的一些攻伐政策，首要就是“罢剃发之令”：
“顺治元年，谕兵部曰：予前曾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意，反非

予以文教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②同时也参照明代官服，开始制定满

族官服：“十四日己亥（８月１５日）多尔衮谕：目下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
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官服，以便莅事。”③二十四日戊寅（１１月２２日）“定摄政王官服宫室之制，三十
日定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官服宫室之制”。④ 多尔衮所说的“依明式速制本品官服”，反映在两个方

面：一为按照明朝官制的等级制定清朝官制、爵位等级并采用相应的服饰。其二，官服的等级标识即所

谓的“补子”则完全借鉴明朝的形制。至于宫室之制，一从明朝。不但皇帝的宫阙、后宫等制度完全按照

明制重新建立，诸王大臣的官邸、宫室亦采用明制。清朝的统治阶层也开始了从关外的一个地方政权向

王朝天子的转变。这个转变涉及众多深层的制度方面，衣冠服饰则是外在符合的显性转变之一种。

所以，进入紫禁城后的第一年，清廷中采用满、汉两班各从其服的制度：“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

冠一承汉制，凡中朝之臣，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二班。”⑤进贤冠即所谓梁冠，为明

代官员上朝时常服之一种。高耸的头冠主要作用是容纳束起的头发（见图４、图５）。长袖大服也就
是所谓的褒衣博带，是汉人士大夫的标准服饰。

　　　　　
图４　进贤冠成都东乡出土《授经图》 图５　梁冠与进贤冠⑥

多尔衮致史可法书信的撰人是时任内阁中书舍人的江南文士李雯，⑦所以这封书信文辞、义理俱

佳，内容以春秋大义和生民性命为感召，一时传为佳话。《江南通志》载：“国朝李雯，字舒章，上海人，

工诗、古文词，以诸生擅盛名。父逢申，官部郎，死闯难。雯时从在邸舍，哀号行乞得具棺敛。王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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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良骐撰，林树惠、傅贵九点校：《东华录·卷之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６７—６８页。史可法致清摄政王
多尔衮书信，实录不载。由于乾隆大力表彰前明忠臣，罢斥贰臣，所以特命文臣从内阁藏书中检出，专门加以装

裱，并写了长篇题跋。根据蒋良骐跋文，知道此书被装裱成专册，“御制书事一篇，冠其首，今恭录于左。史公书用

红帖写，皮面写启字盖印，印系‘督师辅臣之印’。每页四行写，连抬头共二十字一行”。

《世祖章皇帝实录》第三册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亥，第６０页。
史松等编：《清史编年》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５页。
史松等编：《清史编年》一，第４９页。
王家祯：《研堂见闻杂记》，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７年，第３７页。
图像来源为孙机：《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第４２页。
清人笔记多认为：“摄政睿亲王致明大学士史可法书，相传为李雯所作。雯，江苏人，顺治初曾官内阁中书舍人。”

参见方浚师撰，盛冬铃点校：《蕉轩随录·卷七·３１６李雯烧香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２６９页。



燕都，诸大臣素闻其才，荐授内院撰文中书，一时诏诰咸出其手。”①李雯于李自成农民军，有死君父之

仇，所以诱劝史可法降清，文辞对清军进京的善政，多有渲染。但多尔衮本人以及满族统治集团中，多

性情残暴之人。南征一直以“杀伐”战略为主导。所以在顺治二年，江南逐渐平定之际，以多尔衮为

主导的清朝统治集团，再次强行推行剃发令，同时推行的有圈地、逃人、投充等弊政。顺治二年六月，

清廷颁布剃发之令，强迫归服地区汉人剃发留辫，采用满族衣冠：“丙辰，谕南中文武军民剃发，不从

者治以军法。是月，始谕直省限旬日剃发如律令。辛酉，豫亲王多铎遣军追故明福王朱由崧于芜湖，

明靖国公黄得功逆战，图赖大败之，得功中流矢死，总兵官田雄、马得功执福王及其妃来献。诸将皆

降，免永宁等四县元年荒赋。丙寅，申剃发之令。”②

这是清初第二次推行剃发之令。但是，多尔衮于顺治七年死于塞外围猎，顺治旋即亲政。顺治本

人幼年教育“博览书史，无不贯通”，③“好汉语，幕华制”，④主张改变满洲旧俗，借鉴明朝制度：“明太

祖立法周详，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能及也。”⑤在参考前代制度的时候，对明朝制度深为折服：“朕

在践祚以来，斟酌前代之典章，每于有明用深嘉叹。”⑥所以在亲政初年，对多尔衮辅政时期形成的一

系列制度进行了大幅调整。代表性的政策一为重用汉族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金之俊人备顾问，一

为废止“圈地”“逃人”“投充”等弊政。顺治十年二月，将“头圈、式圈、终圈每壮丁退出一日地，并首

告出地，及各地驻扎去人遗下地”，⑦总共九万余日退还民人，听其耕种。对于逃人之法认为：“以一人

之逃匿而株连数家，以无知之奴仆而累及职官，立法如此其严者……非朕本怀也。”⑧这种调整的主旨

即在于适应大一统的新局面，摆脱满洲旧俗，面对中原和原明朝版图、宗藩体系内的新天下秩序，建构

新的治理体系。在社会风俗方面，大大放宽了剃发易服等严苛法令。

学界有关清初实行“剃发易服”政策的研究，多认为：“总括清朝剃发、易衣冠法令的推行，有两个

阶段：清军入关伊始即令汉人剃发易衣冠，一遭到反对，即停止实行。消灭弘光政权，又恢复了这项政

策，而且施行得坚决，从而激起汉人更强烈的反抗，于是在长江下游出现轰轰烈烈的以反剃发易衣冠

为主要目标的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由于清朝力量强大，抗清者分散在各地，被清朝各个击破，汉

人也随着剃发易衣冠，虽然此后仍有个别汉人就剃发一事进行各种形式的消极反抗，但作为一种民众

运动在历史上消失了。”⑨《实录》、《东华录》、野史笔记中有关剃发与反剃发的材料大多数集中在顺

治初年，尤其是顺治亲政以前多尔衮执政时期。此后的情况如何，多无进一步交待。瑏瑠

由于“剃发令”在发布之时属于“不可议”事项，因此有关剃发令在顺治七年后的执行情况史料极

其稀少，官书鲜有记录。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涉及因剃发令治罪的文书，从顺治三年到顺治八

年，全国各地包括直省只有十几件上奏文书（见表１）。
从以上档案来看，蓄发案多集中在顺治三、四、五年，即顺治亲政前多尔衮辅政时期。文书中上奏

的罪名用语亦不规范，有“不剃头”“发长不剃”“违禁留发”等名目，说明这一政策非正式法律，乃一

临时政策。就目前公布的有关档案来看，除了乾隆时期几件地方官员奏请禁止地方戏童、优伶、头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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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脚、游方等人蓄发批垂的文书外，已经很少有因蓄发等事判处刑律的案件。

表１　清代（顺治朝）剃发案统计

年代 地区 犯人姓名 具奏人 事由 上谕 刑罚

顺治三年 保定 党国宾 巡抚郝晋 不剃头 内阁揭帖 拟斩

顺治三年 保定 赵高明 巡抚郝晋 蓄发传教 内阁揭帖 拟绞

顺治四年 浙江 郭知逊 刑部尚书吴达海 知县约束不严 披红 罚俸三月

顺治四年 湖北 王楚荣（乞丐）湖广巡抚曹叶卜 用布裹头 内阁揭帖 因年迈拟斩监侯

顺治四年 福建 田真文（道人）刑部尚书吴达海 不剃头发 披红 处斩

顺治四年 甘肃 吕可兴（生员）刑部尚书吴达海 蓄发 圣旨钦此钦遵 枭首示众

顺治四年 河南 杨天美 河南巡抚吴景道 蓄发抗粮 披红 斩首

顺治五年 江南 章文登 湖广巡抚高士俊 纵容蓄发 披红 鞭笞

顺治五年 湖北 胡俊甫 湖广巡抚高士俊 违制蓄发 披红 立正典刑

顺治五年 山西 赵国昌 山西巡抚祝世昌 发长不剃 披红 著即正法

顺治五年 湖北 张仲器 湖广总督罗绣锦 违制蓄发 披红 著即正法

顺治五年 山西 贺熊飞 山西巡抚刘漪 违制蓄发 （残缺）

顺治五年 山西 李国光 山西巡抚祝世昌 违旨蓄发 披红 著即正法

顺治八年 广西 徐清 刑部尚书韩代 违禁留发 批黄 著即处斩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顺治朝剃发案》（方裕谨编选），《历史档案》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二、图像中的政治史

衣冠固然已经纳入政治与文化认同符号体系之中，但其原乃为日常生活之用与时尚风俗之本，所以

有不得不变化者。即使整齐划一的官员服饰，更有各种场合、季节、内外之不同功能，因此变化与流行依

然是衣冠服饰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后金关外时期，从族源上已经形成了多种族来源的内核。后金最

主要的力量编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其中满洲八旗为其最核心的民族内核。但是即使是这

个核心，也是由四部分种族构成，分别是女真、汉人、蒙古、朝鲜，这些先后纳入满族的人民最后被编为满

洲八旗，成为满族最主要的核心。① 所以，风俗与流行的浸染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传说皇太极喜读史

书：“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尝读《金世宗本纪》，见申女真

人学汉人衣冠之禁，心伟其语。曾御翔凤楼传谕诸王大臣，不许褒衣博带，以染汉人习气。”②北魏、金

朝都曾经改易服色，尽管有个别皇帝重申禁止沾染汉俗，但正说明这种流行影响的广泛性。

周锡保、沈从文都注意到了清代“耕织图”中民人和清帝多穿汉服的情况。沈从文根据清初《耕织图》

和宫廷绘画的分析，指出：“从明清间画迹分析，居官有职的，虽补服翎顶，一切具备，妇女野老和平民工农普

通服装却和明代犹多类同处，并无显著区别。”江南地区“男子都上多露顶锥髻，并无曳长辫的”，“《啸亭杂

录》叙衣着变化，限于京师特殊阶层情形相似。至于社会下层劳动人民却影响不大，或变化缓慢”。③

《耕织图》是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南宋绍兴年间楼
#

出任於潜（今临安）县令，绘制《耕织图》４５
幅，从浸种、浴蚕直到入仓、剪帛，将耕、织的每个环节体现在绘画中，每幅图并配有五言诗一首，作为

劝农的民间教材在乡里推行。此事得到皇帝嘉奖，遂得以推行。④ 此后虽然历代官方都有劝农之举，

但最著名的当为康熙、雍正两帝御制《耕织图》。康熙《耕织图》于康熙三十五年（１６９６）完成，由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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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师焦秉贞及其弟子冷枚共同绘制，其中农夫耕耘图、妇女织布图各２３幅，配以康熙御制序言和董其
昌体行草七言诗，装裱成册页，钤有康熙印章。根据康熙《御制耕织图序》中谈到“于丰泽园之侧治田

数畦，环以溪水，阡陌井然在目，桔槔之声盈耳，岁收嘉禾数十钟。陇畔树桑，旁列蚕舍，浴蚕缫丝，恍

然茅檐踚屋。因构‘知稼轩’、‘秋云亭’以临观之”，内容以江南农民耕稼事为原型，同时参考康熙本

人于丰泽园专属农田中从事农业活动的情景绘制，属于康熙朝书画中的纪实类作品（见图６、图７）。

　　　　　
图６　康熙《耕织图》耕第六图“布秧” 图７　康熙《耕织图》织第七图“采桑”

根据４６幅耕织图中人物的发型和服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康熙《耕织图》总共４６幅１０５图
中，出现人物（包括妇女、儿童、婴儿）总共２４５人，耕图人物１４０人，织图人物１０５人。在这２４５人中，
成年男性１３２人，其发式皆为束发、锥髻式，没有一人是满式剃发辫发形象。儿童多为中原儿童锅盖
头式，妇女全部是明代对襟或长裙装。①

雍正《耕织图》是康熙晚年雍亲王胤?命宫廷画师所作，也分为耕、织各２３幅，每幅图都有其亲
笔撰写的五言诗，为献给乃父康熙皇帝的礼物。雍正《耕织图》风格、场景与康熙《耕织图》相似，但人

物却以胤?本人及其福晋为原型，在所有４６幅图画中，雍正都束以锥髻发型，身着短衫短裤或对襟长
裤长衫，其福晋则为明式发髻加头巾（蒙头）。② 所以在图８与图１０中，中间插秧的短衣短裤束发农
夫与挑物农妇，就是胤?及其嫡福晋乌拉呐喇氏，也就是后来的孝敬宪皇后。③ 其余人物与康熙《耕

织图》相似，发式都为汉式束发，衣冠则为普通汉式。

　　　 　　　
图８　胤?《耕织图》第六幅“布秧” 图９　胤?亲王印“雍亲王宝” 图１０　胤?《耕织图》耕第十二图“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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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御制《耕织图》有两个版本，一为焦秉贞、冷枚绘本，一为内府刻本，都钤有康熙御印。此处选用图像为焦秉

贞绘本。两个版本都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见张立华点校：《康熙雍正御制耕织诗图》，合肥：安徽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
雍正《耕织图》严格来说应该称为胤?《耕织图》，此图绘制之时在康熙晚年，雍正还是雍亲王，尚未继位。因此册

页上钤有“雍亲王宝”和其私印“破尘居士”两方印章。见图９。
参见《清史稿·后妃传》：“世宗孝敬宪皇后乌拉纳喇氏，内大臣费扬古女，世宗为皇子，圣祖册后为嫡福晋。雍正

元年，册为皇后。”



图１１　王等 康熙南巡图第九卷（局部） 图１２　康熙南巡图第九卷 （局部）

借助于共同画师与帝王御制诗文形成的康熙、雍正《耕织图》等图像材料，我们得以还原康熙、雍

正两朝帝王及其家庭成员的日常发式与服饰。这与我们传统史著中得到的满族衣冠一统的印象完全

不同。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顺治、康熙、雍正时期，清朝中央的文化政策正在逐渐调整、适应中

原文化的进程之中。如果配合以开科取士、编纂经典、崇尚儒学等各项重大国策的实施，我们得以理

解日常生活中允许或者流行中原风尚乃自然之事。康熙本人在长期亲政、巡视、亲征、春祭、秋活动

中（见图１１、图１２），尤其重视各地实际情形和风俗的差异，形成了一套因俗而治的统治思想，在社会
生活中允许人民按照习惯来从事生产和生活，实际上成了社会治理的一个主要转变。

正如历朝历代因转变风俗而来的问题一样，这种政策调整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原满洲上层的一些

贵族阶层，这些人地位尊贵，但是并不参与直接的社会治理活动，思想保守而脱离实际，往往在适合的

时机掀起反对的力量。北魏先祖沙漠汗曾经长期居住于洛阳，回到北方后为“诸部大人所害，理由之

一就是说他‘风采被服，同于南夏’”。① 乾隆时期曾经有一个对清书骑射和满洲习俗重新强调的时

期，比如康乾时期许多满人家族开始改用汉姓，为子弟起名字用汉姓、起字号，乾隆见而严禁：“今日

览镶红旗满洲世袭佐领呈进家谱，将一支父子之名其首一字，俱用齐字，又一支数人之名，首一字俱用

杜字，齐杜二字，见之汉姓，以此命名必致数传而后竟成伊家之姓。沾染汉习，莫此为甚。嗣后满洲命

名，断不数代俱用一字起头，我满洲原有满洲姓氏，岂可忘旧，将此通行宣谕八旗及各省城将军、副都

统等遵行。”②并且对于当时不断有人上奏提议将朝廷衣冠改成汉人旧制，他严厉斥责：“甚且改易衣

冠，变更旧俗，所关于国运人心良非浅显，不可不知儆惕。”③但是，这正说明了这个过程已经不可逆

转。到嘉庆时期，又重申：“向来满洲命名，除清语不计字数外，若用汉文，只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

今清永泰之名，几与汉人姓名相连无异者，殊乖定制。”④看来乾隆的禁令并未能改变风俗的流行。

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师，留下了众多他平时休憩的画像。我们根据《乾隆岁朝图》《乾隆鉴古图》（见

图１３、图１４）、《乾隆雪景行乐图》等众多画作，⑤可以看出他本人燕居时的发型与服饰，正是模仿明代士
大夫的标准装扮。

描绘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弘历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场景的《马术图》，画家
为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其作品以对细部的描写和捕捉的写实风格见长。我们可以看到，表演马术的士兵，

发式并没有辫发。⑥ 根据林莉娜的研究，郎世宁“为皇室绘制写实人物肖像画，较为著名的譬如：《平安春信

图》、《弘历雪景行乐图》……当科学尚未发展到以照相记录真实人物、动植物的时代，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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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写实的画风作画，为我们研究当时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清代对外文化交流保留最好的形象记录”。①

图１３　佚名 乾隆岁朝图 图１４　清 佚名 乾隆鉴古图 图１５　郎世宁 平安春信图

巫鸿注意到：“在《平安春信图》里，两个满族君主舍弃了御容像中标志其民族和政治地位的满族

服装，转而穿上了汉族儒士的传统服装，这到底为什么？”他根据此图悬挂的地点在养心殿这个相对

私人的空间的重要线索，认为：“这个狭小的厢房因此可以说浓缩了丰富的中国文化遗产———但这些

遗产已从根基上脱离，被移植到了满族皇帝的内廷。这种‘位移’被《平安春信图》中雍正和乾隆的传

统汉族形象遮蔽了：这两个满族君主把自己表现成中国文化的代表，通过传统的中国象征符号（尤其

是松和竹）彰显出儒家的价值观念。因此，这两位满族皇帝的‘扮装’实际上否认了满族作为入侵外

族攫取中国文化的形象，建立了他们占有并掌控中国文化传统的合法性。”②

对于清帝的汉服画像，巫鸿虽然认定了这种画像的写实特性，但使用了“扮装”（ｃｏｓｔｕｍｅｐｏｒ
ｔｒａｉｔｓ）一词，乃有装扮、ｃｏｓｐｌａｙ之意味，实际上忽视了汉式服饰乃帝王燕居时的日常服饰这一现象。
另外，巫鸿认定《平安春信图》中的两个人物为雍正和乾隆，也存在问题。根据该图的题款“写真世宁

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壬寅暮春御题”。首先，题诗中清楚的指示“缋我”，即指

郎世宁为乾隆本人所绘。在古代人物画中，都存在明确的主次关系。主要人物的大小同时占据显著

的比例和尺寸。这个主要人物只能是画主乾隆，如果是乃父雍正，乾隆不可能题“缋我”二字；其次，

根据父子礼仪，如果此画描绘的是乾隆父子，那乾隆题诗必定以乃父雍正为中心，不可能在一幅反映

其父子关系的绘画中，乾隆完全不提其父，而以本人为中心；其三，壬寅为乾隆四十七年，此年乾隆已

７２岁。因此他说“缋我少年时”，画的是少年时代的自己。所谓“少年”，实际上可以指成年男子。如
乾隆二十二年曾经指“桑寨多尔济，一少年耳”。③ 此年桑寨多尔济２１岁。④ 这符合画中留有短须的
乾隆青年形象。所以，《平安春信图》中的人物，只能是青年乾隆及其书童或者侍从（见图１５）。

综合以上文献与绘画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作品都是在特定的时期与特定的场景之下由官方来

制作，带有非常正式与严肃的特征。绘制人多为宫廷御用的画师，有的更是外国传教士兼任，他们带

来了欧洲兴起的新的油画形式，以更加写实的风格来完成特定的任务。聂崇正先生认为：“这些画幅

的作者生活在宫廷里，很多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和场面都是他们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因此，其作品

具有极大的真实性。这部分纪实画均采用了工整细致、一丝不苟的工笔写实手法，对人物的相貌、衣

冠服饰、队列依仗、武器装备、兵马阵式、城市建筑、车船桥肆等都表现的具体入微，真实生动。纪实绘

画和历史绘画两者中，清朝统治者更重视前者。”⑤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更愿意树立和表现自己的形

象，而且当时欧洲画家带来的写实画风，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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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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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林莉娜：《明清宫廷绘画艺术鉴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１０２页。
巫鸿：《清帝的假面舞会：雍正和乾隆的“变装肖像”》，见氏著，梅枚等译：《时空中的美术：巫鸿古代美术史文编二

集》，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３６３页。
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十七年，乾隆二十年秋九月己卯，乌鲁木齐：新疆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０４３页。
参见冈洋树：《乾隆中期清对喀尔喀的强化统治与桑寨多尔济》，《民族译丛》１９８９年第５期。
聂崇正：《清代宫廷绘画和画家》，《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页。



关于清朝实行“剃发易服”政策中的例外情况，前代学者亦多有注意。惟未及康雍乾以来从上到

下之更为广阔的范围。周锡保以清初“剃发令”和有关制度，有“十从十不从”的豁免惯例，即“男从女

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倡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

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并认为“这种‘十不从’虽没有见之于正式

命令和明文规定，但在清代服饰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形”。① 所谓“十从十不从”是民间对各种典制习

俗在施行过程中的特殊情形的一种总结，涉及面不止在衣冠制度方面，比如婚宦、官号、语言等制度，

确实都是中原王朝的旧制。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曾经记载豫秦王多铎帅大军入南京张贴布告：

“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勿得不尊法度，自行剃之。”②

此事不见于官书和多铎的传记，相当不可信，但却是晚清野史中诸多传说的源头。③

此外，就清朝的国家政治格局来讲，已经形成了内地直隶省、各将军地区、蒙古、新疆、西藏等特

区、土司等多种行政制度共同存在的一国多制模式。清朝中央政府对各个地区主要采用“因俗而治”

的原则，各项法令在不同地区都会有一定的变更以适应不同的习俗、地情。剃发易服政策并未推行到

周边区域。康熙时期广西布政使崔维雅奏报说：“粤西地僻人顽，土司瑶僮与民错处，衣冠礼仪之俗

虽存，而 舌椎髻之风难变。”④所提衣冠礼仪、椎髻等服饰制度都指汉族旧俗而言，反映的正是清朝

中央允许这些地区各遵旧制的礼俗制度。

实际上严格的剃发令施行只延续了短短的几年，根据前引中央档案的记录来看，释道并不在豁免

之列。乾隆朝也有地方官上奏禁止戏童蓄发的事例。如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三年福建总督郝玉麟

“奏为遵旨酌量办理示禁下南泉漳地方戏童蓄发情形事”、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奏为下南戏童蓄发攸

关风化请定例示禁事”两个奏折，⑤可以看出法令上儿童并不在豁免之列。乾隆三十七、四十五、四十

六年分别还有两广、江西、山东等巡抚奏请“禁止头陀行脚游方蓄发批垂事”，⑥可见在特定时期有个

别官员会“希旨”迎合皇帝一时的好恶，采取一些特定的禁令。

以上种种汉俗的流行，为何在清代官书中鲜有提及与体现？何以乾隆对于汉俗的态度在《实录》

与《会典》中的记载与其宫廷日常生活中的图像有如此之大的反差？这个问题学界尚未注意。顺治

八年廷议服制：“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傅景星奏言：自古帝王，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黄帝、尧、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衮冕黼黻，代有不同。朝有朝服，祭有祭服，所以肃臣民而格上下也。我皇上祀天飨

庙，与升殿大典，体制尚有未备。臣愚以为燕居、常服及出军、行幸，固宜从便。若遇朝祭大事，当酌古

今之宜，定为一代之制。至于内外各官，莅事临民，亦与私居不同，宜并酌定体式以肃观瞻。下所司

议。”⑦这说明顺治初年，朝服、常服有别，官员莅事与燕居亦有所分别。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成书于乾隆

前期的《红楼梦》一书中对贾宝玉形象的描述为“束发嵌宝紫金冠”，束发与头冠都是典型的汉服。一幅

为清代所刻的《大观园图》中，亦描绘了贾宝玉的发式和衣冠，为一汉服贵族子弟的形象（见图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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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４２页。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九《豫王渡江入城》，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２５页。
成书于民国初年的《清朝野史大观》，载有《金之俊限制满洲法》一条，认为“十从十不从”之说来源于金之俊投降

多尔衮时所提。按：《清朝野史大观》署名“小横香室主人”，为晚清人士，生平不详。该书最早在１９１７年有上海
中华书局排印本。该书系采辑官私记述而成，对有清一代史事记述颇详，但亦有部分叙事荒诞不经的记述。尤其

涉及清初史事，多采自稗官野史。目前学界多引《清朝野史大观》补正史之不足，须加以注意。参见小横香室主

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一），第１７１页。
王言纪修，朱锦纂：《白山司志》卷一七“诏令二”《二十三年广西布政使崔维雅讲读圣谕以宏教化事宜》，道光十年

刻本。参见蓝武、蒋盛楠编：《〈白山司志〉点校与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５９页。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档案全宗》，档案号０４－０１－０１－００２４－００４、０４－０１－０１－００２４－００６。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档案全宗》，档案号分别为：０４－０１－０１－０３８４－０３０、０４－０１－０１－０３８４－０３１、
０４－０１－１５－００１３－００２。
《清世祖实录》卷七一，顺治十年正月丙子。



根据朱敏对《大观园图》的考证，该画为嘉庆以后清代中晚期作品。① 画作体现了清人对康乾时

期社会生活的想象，贾宝玉被描绘为“束发嵌宝紫金冠，穿着紫色箭袖，束一条红色长穗宫绦，外罩石

青缎褂”。② 显然，束发与戴冠都属于汉族发饰，也符合《红楼梦》小说对人物的描述。

最早注意到康雍乾时代宫廷发式特色的是清末的徐珂（１８６９—１９２８），他在所纂《清稗类钞》中指
出：“满俗剃发，自世祖入关定鼎，汉人亦遵行之，有不从者，辄置重典。然热河行宫所藏世祖、圣祖、

世宗三代御容皆不剃发，诚可异矣。”③实际上清高宗乾隆留下更多未剃发画像，这说明关于衣冠服饰

的变迁，后人很难去想象。

我推测官方在编纂《实录》《会典》等文献时，刻意回避和模糊了清前中期衣冠服饰在官、私不同

场合的多样性，只选取官方资料，来维护清初形成的基本国策的权威。④

大约从乾隆后期到晚清，社会风俗又有一变化。满洲发式与服饰开始在市井中大量出现。乾隆五

十八年跟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成员中有一位年轻的叫亚历山大（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的画家，他根据见
闻绘制了一部访华见闻的图册，于１８１４年在伦敦出版。从这部图册的图像来看，清代普通人民的服饰，
已经较多剃发留辫。⑤ 见于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记录，最早的是康熙时期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

（ＪｏａｃｈｉｍＢｏｕｖｅｔ）于康熙三十六年在巴黎出版的一部名为《清国人物服饰图册》的画册，除首页插有
一张路易十四画像外，包括了７０多张汉服、满服中国皇帝、大臣、嫔妃、僧人的画像，每画皆素描、着色
各一张。其中皇帝相为汉服形象，太子、诸臣皆为满服，而僧人没有剃发留辫（见图１７）。⑥

图１６　贾宝玉束发紫金冠形象（清 佚名《大观园图》） 图１７　汉服皇帝与满服大臣（白晋《清国人物服饰图册》）

对于清代满族文化的发展来说，乾隆朝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乾隆时期对“清书骑射”等满族旧

俗的强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这种超乎寻常的强调，反映的正是满汉融合程度的加深，除少

数满洲上层贵族外，大多数满族官员和旗人都已经深度汉化，采用更为方便流行的生活方式。例如对于

多数满人采用汉姓，乾隆曾经为此多次下诏严禁，但收效有限。到了嘉庆时期，这种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可见这种趋势并非几个行政命令所能禁止。民间社会风俗的这种变化，也对最高统治集团产生了微妙

的影响。乾隆三十三年影响一时的“割辫案”，是一起典型的社会变化影响统治心理的案例。此案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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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参见朱敏：《红楼清幽入画来———〈大观园图〉考》，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１２页。
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托内兄如海荐西宾接外孙贾母惜孤女》，清乾隆五十六年萃文书屋活字印本（程甲）。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容止类·三圣不剃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３４６７页。
李之檀编《中国服饰文化参考文献书目》中所列举满洲与清代服饰的文献，大多为乾隆以后官修文献中的记录，

日常生活中的发型与服饰资料，依然非常稀见。

参见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ＱＵ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ＲＥＳＳＡＮＤＭＡＮＮ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Ｂｕｌｍｅｒａｎｄｃｏ．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ｒｏｗ，１８１４，Ｌｏｎｄｏｎ，ｐ．７。
参见白晋：《清国人物服饰图册》，巴黎，１６９７年，第２图与第１０图。此书也译为《中国近况人物》，见《康熙大帝与
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图册，台湾：故宫博物院，２０１１年。



涉及的发辫问题，以妇女和儿童的发辫为主体。对该案的研究除个别介绍性文章外，①美国历史学家孔

飞力在《叫魂》一书中从清代文书制度、巫术与统治心态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为我们探讨乾隆中期统

治心理与社会习俗提供了重要参考。② 实际上，乾隆朝的这种社会心理还表现在其他一系列事务中。

乾隆四十九年发起的查处天主教传教士蔡伯多禄私自传教的案子亦涉及多省众多官民，后亦不了了

之。③ 这些屡兴的大案，对认识乾隆刻意强化满族习俗深层的文化心态都有重要价值。

大约到了清朝后期，一些中外报刊便刊载了外交人员的中国见闻与绘画，对中国南方的社会风俗

有较多反映。西方外交人员注意到广州街头的剃头匠的故事：“这些流动的剃头匠肩上背着一个袋

子，里面装着剃刀、剪刀、刷子、金属材质的盆，还有一个木质或铜质的用来接头发的托盘。有时他们

会用扁担挑着一个木质的小箱子，里面装着凉水和小火炉烧着的热水，以及一个放工具和肥皂的抽

屉。为了保持平衡，扁担的另一头挑着一个四条腿的小长凳。第一位客人叫住了剃头匠要求理发。

剃头匠立刻在街角把剃头的工具放下并铺展开来，迅速开始剃头。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并没有对他

的工作造成影响，他也无须给快速经过的轿子或是背着体积庞大的包袱的苦力让路。等剃好头洗完

发之后，就开始整理辫子。剃头匠将客人的辫子松开、理顺，再编起来。编好辫子，便该清洗耳朵

了。”④（见图１８）

图１８　法国画报刊载的广州街头的流动剃头匠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存世的众多晚清西人画作和清代外销画中的清人形象，皆以剃发留辫为主要

题材。尽管许多西方人注重写实，但依然是某种“套式”主导下的作品。黄一农曾经考辨马戛尔尼使

团画师笔下的英使觐见乾隆仪式，并非完全写实，而是掺杂了想象与传言的作品。⑤ 这种作品在清代

西人的中国风俗画中表现更明显，不仅表现在人物的形象、身份、表情、动作都处于某种套式化的描绘

之中，对人物的发式与服饰的表现也非常单一，多有固定的模式（见图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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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科书中的一般介绍外，可参考徐广源：《震动全国的“割辫”案》，《紫禁城》１９９４年第５期。另可参考王钟翰
先生对孔飞力《叫魂》一书的书评：“早在６０年前北平故宫博物院于１９３０年７、８、９月出版的《史料旬刊》第六、
七、八、十、十一各期，即已刊登了一系列有关乾隆三十三年《割辫案》的档案资料，但６０年来国内似乎尚未有任
何一位专家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参见《孔飞力教授〈叫魂者〉评介》，见王钟翰：《清史满

族史讲义稿》，厦门：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１９页。
参见ＰｆｈｉｌｉｐＡ．Ｋｕｈｎ，Ｓｏｕｌｓｔｅａｌｅｒ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ｏｒｃｅｒｙＳｃａｒｅｏｆ１７６８，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Ｍａｓｓ。
参见吴伯娅：《蔡伯多禄事考》，《清史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２辑。
赵省伟主编：《西洋镜：法国画报记录的晚清１８４６—１８８５》，张霞、李小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１７页。
参见黄一农：《印象与真相：清朝中英两国的觐礼之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２００７年第７８本
第１分。



图１９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笔下的清朝艺人

比较典型的是法国１８世纪著名的宫廷画师弗朗索瓦·布歇（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Ｂｏｕｃｈｅｒ）的有关中国的作
品，①人物和场景混杂着欧洲式的上古想象和满汉混合的风格，“这些手稿在对中国事物的描画上明显

带有画家想象和揣摩东方艺术风韵的成分”，“西方画家为猎奇，常把中国男人的发辫作为绘画中中国男

人的重要特征”加以夸张描绘，甚至还夹杂着“欧洲人对中国居高临下的心理”（见图２０）。② 所以在看
这些西方“写实”绘画中所反映的清中期以后的服饰时，应注意这种对“异域”特征的夸大性描写。

图２０　１８世纪法国宫廷画师弗朗索瓦·布歇的中国绘画

清朝初年实行严厉的“剃发易服”政策，在顺治亲政后逐渐放松，此后在康、雍、乾三朝时期，社会风

俗与时尚回归到明代发式与汉人服饰的轨道上，从内廷到民间，这种风俗延续了近百年。剃发梳辫与满

洲服饰只保留在官方正式场合与节庆时期。③ 到乾隆后期，大众发式与服饰开始倾向于满族风格，这种

风格一致延续到清代末期。④ 根据我们对官私档案的研究，这种转变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剃发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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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弗朗索瓦·布歇（１７０３—１７７０），法国路易十五时代的首席宫廷画师，曾任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作品以洛可可风格
著称，多为蓬巴杜夫人等贵族妇女画像，他曾经举办过中国画展，并被绘制在壁毯上。路易十五以此作为国礼赠

送给嘉庆皇帝并保存在圆明园。

张雅晶：《法国画坛的北京印象》，《北京观察》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关于顺治二年“定官民服饰”，谈迁曾详记官服之制，“今顺治二年闰六月朔。定官民服饰。公起花金帽顶。上衔

大红宝石嵌东珠三。带用员玉板四块。围以金。内镶一绿松子石。一品侯伯同。帽顶如上。嵌东珠一。带用方

玉板金镶。镶一红宝石……”直到以下各品。参见谈迁撰，汪北平点校：《北游录·纪闻下·满制》，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０年，第３５１页。
葛兆光注意到康熙、乾隆时期朝鲜燕行使对清人衣冠的观察和态度，实际上只反映了官员阶层和乾隆后期的衣冠特征，

并未涉及宫廷常服、民间发式与服饰的普遍情形。参见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的法令，而是来自于时尚流行元素本身的变迁。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社会流行元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人们对满洲服饰的抵制心态也已经消弭减弱。衣冠服饰的流行色，发生再一次的轮回。日本历史学

家桑原骘藏论曰：“时间有软化一切之魔力，最初拼死抵抗辫发之汉人，经过了雍正、乾隆、嘉庆间，则已

渐渐习惯，且更有以辫发之款式与剃头之花样相竞赛，迨至中世以后，则汉人之辫，已盛行无阻也矣。”①

可见，就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流行与风尚的力量往往要比政治与法律的力量更加强大而持久。②

三、发式的政治经济学

发式之事，看是小事，其实大有乾坤。孟心史曾论：“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

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纲纪尽坏，国事

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

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底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

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定二百数十年之国基。”③如今看来，奠定有清三百年基业的康、雍、乾三

朝，不但在制度上，在章服、舆器与风俗上也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态度。这与关外时期与入关初期严苛、残

酷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后面，不仅仅是风俗、习惯的改变，还有着更深刻的政治文化内涵。

明代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如孟心史谓：“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以其

“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④ 更为重要的是，明代建立了一套以儒家伦

理为标准的天下秩序，将周边和域外国家纳入了一个庞大的朝贡体系之中，并根据远近亲疏关系，规定

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申明在这个天下秩序中，明朝天子作为天下共主，负有维护秩序、伸张正义的责

任。这将历代以来“皇权天授”的正统论证理论纳入到天下观的思想之中，并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了一

个中华王朝天下秩序的国际体系，这是前近代范围最为广泛的政治共同体。⑤ 中国帝王的责任范围不

仅限于中原王朝及其附属国家，而且理论上应当万物一体地推广到天下。所以，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

中，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各个政权争夺中央权力时期最为重要的目标，神器所在，天命所在。而完成“皇

权天授”的论证过程，才能够真正合法的成为天下共主。这正是古今帝王圣主一刻不能忘怀的心术。⑥

所以，在中国古代复杂的敬天体系中，⑦衣冠发式往往在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有论者指出，

窄袖短衣利于骑射或者生产，汉人的褒衣博带明显有着种种不便，但这些冠冕衣裳又何以长期流传有

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呢？“看来这主要是传统的礼法观念在起作用……对于一个中国中世纪的政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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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东方杂志》１９３４年第３期。
根据头发与发式研究专家库尔特·斯坦恩（ＫｕｒｔＳｔｅｎｎ）的观点，“尽管我们更愿意相信我们现在的头发造型新奇
独特，但事实上这些发型已经被用过无数次了”。“所谓的流行发型，就是不停地轮回”。库尔特·斯坦恩：《头

发：一部趣味人类史》，刘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５６页。
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３页。
孟森：《明清史讲义》，第１３页。
永乐皇帝在致波斯国王沙哈鲁的国书中说：“朕在远近王国之间一视同仁，在朕看来，他们都平等。今后朕将定

期派遣使节经常往来于西域之路，使此路不停的发生功能以及商人能如愿维持生计。使各民族在和平、幸福中从

事事易。祈上天日益加强吾等之友情。”见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癉译，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３年，第２８—２９页。
帝王祭天，皆自称为“臣”，并于祝文之上亲书名字，以示不敢僭越。明太祖祭天：“上躬自行礼先祭，礼官奏祝文，太

岁以下至四海凡五坛，上称臣者请亲署名，其钟山等神上称余者，请令礼官代署。上曰：朋友书牍往来，尚亲题姓名，

况神明乎？必皆亲署。”见《明太祖实录》第三册卷四九，洪武三年二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９６４页。
古代王朝代表天命合法性的仪式非常广泛复杂，有天、地系统的祭祀，包括山川、河渎（五岳四渎），也包括三皇五

帝、历代帝王、孔圣亚圣、泰山刻石、耕织劝农、甚至包括水旱之神（清代在黑龙潭与觉生寺）。值得注意的是，帝

王巡行地方并不只是考察民情与游历休闲，南巡、东巡都有宣示天命的意义。



讲，缺少他们，就不成其为正统的封建王朝了”。① 从春秋战国以来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理论中，

将“文治”提高到了圣王的标准。周文王成了古代帝王法则的模范。压抑武功、消弭残酷的战争与杀

戮，以礼来协调差异，而不是以武力来建立秩序，是圣王的一个基本标准。汉代扬雄有一个总结：“圣

人，文质者也。车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声音以扬之，《诗》《书》以光之。笾豆不陈，玉帛不分，琴瑟

不铿，钟鼓不
$

，则吾无以见圣人矣。”②汲汲于文治而抑制武功，是中国古代统治国家的核心理念。

纵观历史，无论是“褒衣博带”还是“胡服骑射”，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政权都在衣冠服饰这些政治认同

符号上大费周章。桑原骘藏曾考证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之辫发习俗指出：“中国人旧时之辫发，绝不如一般

人之普通考察，以为创始于清朝。距今八百年前之金时代，盖已实行之矣。金以前之辫发种族，亦曾占领中

国内地而建立国家，但其时领内之汉人，是否辫发，已不可考，而内地汉人之有辫发，则明明自金始。”③

明朝开始，在发式与衣冠上加注天下正统的符号意义。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６），礼部榜文宣告天
下，禁止留蒙古“一搭头”发式，④违者重刑：“内史剃一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

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⑤明太祖并规定天下服饰皆束发，并将四方巾、六合帽、网

巾定为固定冠式。“人臣爱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诚敬未尽……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颁布天下。初，

上既即位，更定制度，凡官民男女衣冠服饰悉复中国之制。至是，又以市民所服四带巾未尽善，复制四

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皂吏、伶人如初所定，以异其制”（见图２１）。⑥ 明代流
行的六合帽（今瓜皮帽）寓意为六合一统，⑦网巾则寓意为“万发俱齐”或者“一统山河”。⑧

图２１　郎世宁 弘历观画图乾隆佩戴的明式“四方平定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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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孙机：《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第８３页。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卷一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１页。
桑原骘藏：《中国辫发史》，苏乾英译。

一搭头，又称三搭头，古代幼儿剃头发式。金、元以后蒙古成年男子发式亦似此，或称三搭。南宋孟珙《蒙鞑备

录》云蒙古“上至成吉思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翦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

肩上”。孟珙撰，曹元忠校注：《蒙鞑备录》，光绪刻本，第３９页。清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引南宋郑所南《心史》卷
下云：“鞑主剃三搭，辫发，顶笠，穿靴。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翦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

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拖垂衣背。按此可考元人剃发之

制。”文廷式撰：《纯常子枝语》卷二一，见赵铁寒编：《文芸阁（廷式）先生全集》第八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十四辑，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１２０９页。
顾起元撰，孔一校点：《客座赘语》卷一《国初榜文》，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２３１—２３２页。
《明太祖实录》卷四九，洪武三年二月辛酉。

参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６５０页。
赵超、熊存瑞著：《衣冠灿烂：中国古代服饰巡礼》，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１页。



经过明代的文化熏陶，特定的衣冠服饰与天命合法性有了某种顽强的联系。这也是推动清初几代

帝王采用汉服的一个重要原因。帝王的朝服，从秦代以来中原王朝多采用“冠冕”，是天子的标志，也是

天下一统的标志。清初也曾有皇帝祭天宜服“衮冕”之议，结果如何，尚未有材料发现。目前发现的图像

与文字材料中，尚不足以说明。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引用谈迁《北游录》认为顺治帝“起初驳

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服用‘衮冕’的疏请……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

还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① 此论恐怕不确，考《北游录》谈到帝王祭祀服衮

冕，是指辽、金事，非清代事。② 另一方面，根据乾隆的一段上谕，清代帝王祭祀恐怕未服衮冕。③

康、雍、乾等帝王的耕织既为我们提供了发式与服饰等物质文化的直观资料，但是从政治文化的

层面来看，清代帝王汲汲于心头的《耕织图》，蕴含着更深的政治文化意义。邢义田在汉代画像石的

研究中，提出了图像的格套的问题，他认为：“在造型艺术上，图像的格套可以有多层意义。”他认为从

生产方式的程式性、特定造型的应用、一定形式的画面结构与图饰意义的固定化四个方面来作为图像

资料所特有的意涵。④ 我们看出，《耕织图》是古代绘画具有悠久传统的特定题材。除了范围广泛的

耕织壁画、铭文、考古资料外，以《耕织图》为名的特定形式的绘画题材出现于南宋楼
#

的《耕织图》，

经宋高宗表彰，成为后代帝王模仿的典范。⑤

中国古代的典制体系中，《耕织图》位于祭天、祭地、社稷、郊祀、大雩礼、籍田、祭雨雪水旱诸神的

中间地位之中。帝王的耕织图将这些国家祀典都体现在了形象直观的载体之上，颁诸天下后，更有利

于贯彻到民间。在传统农商社会中，劝农为国家各级机构与官员的首务，一个承载天命的帝王，首先

要在民生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天子具有“保护者”与“教化者”的角色，“民安于耕织，才能衣食有

保、安居乐业。进而有利于国家的编户齐民与理想社会的建设。因此《耕织图》的绘制与推广，具有

维护道德准则与社会秩序的深层意义，有利于国家大一统观念的贯彻”。⑥ 就《耕织图》从明清以来

逐渐为天子所独有的情况来看，劝农活动、《耕织图》的制作乃是一个王朝政权合法性论证的一部分。

清朝诸帝耕织图的制作正是王朝政权建设之重要组成部分。满洲从关外的混合生产社会转向以农商

为主的大一统国家的统治阶层，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面向，转变为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的角色。

衣冠的改易涉及经济的层面，这对决策层来讲亦为一重要考量。顺治二年重申“剃发令”之后，在执行

上却放宽了一些尺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官民的经济负担：“戊午谕礼部：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

宜遵本朝之制。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⑦很显然，“剃发留辫”增加

了成年男性的开资。从广阔的范围来看，这是一项不菲的数量。徽州文书中保留有一项普通士绅家庭

日常开销记录的账簿，根据这个记录我们大概可以推算一个家庭在剃发上面的开支的数量（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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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３０页。
谈迁《北游录》：“辽史太宗德光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

晋之遗制也。帝衮冕祭祀宗庙，遣上将出征、饮至、践祚，加元服。干亨以后，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

后大礼并汉服矣。皇太子、亲王、诸王俱远游冠。三梁，制稍别。《金史》太宗皇统元年始御衮冕。”谈迁撰，汪北

平点校：《北游录·纪闻下·满制》，第３５０—３５１页。
乾隆六十年有人提议皇帝祭祀宜用衮冕，乾隆廷谕：“设云天子应服衮冕以祀天，不服衮冕，即非敬天之义，则我

国家用本朝礼服，将事郊坛，百数十年来，累洽重熙，懋膺洪贶，我圣祖仁皇帝践阼（祚）六十一年，逮至朕躬，纪元

周甲，复举行禅授盛典，享国延长，两朝共阅百二十余年之久，昊天眷佑之隆，孰逾于此。”《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

九，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

参见邢义田：《画外之意：汉代孔子见老子像研究》，台北：三民书局，２０１８年，第２２页。
有关《耕织图》的研究，参见王潮生：《清代耕织图探考》，《清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王加华：《教化与象征：中国
古代耕织图意义探析》，《文史哲》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王加华：《教化与象征：中国古代耕织图意义探析》。

《清世祖实录》第三册卷一九五，顺治二年七月（顺治二年乙酉秋七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６８页。



表２　徽州文书《黄氏收支账》中的剃头开销账簿①

日期 支出银（单位：两） 用途 备注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四月十九日 ０．０２５ 剃头做背

乾隆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０．１２ 付剃头客

乾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０．２ 剃头匠帐清

乾隆十年八月初二日 ０．１２ 付剃头客

乾隆十一年七月初六日 ０．１６ 付剃头客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０．５ 找剃头帐清 找零

乾隆十二年四月十七日 ０．１３ 付剃头客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０．１８ 剃头匠帐清

乾隆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０．１ 付剃头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０．０４ 找剃头客 找零

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０．０７ 透选弟剃头 一人

此项开支，有几项物价资料可以参考：

米价分别为：

雍正六年二月十三日：支出银０．６９两，事项为籴米三斗，每斗０．２３两；
乾隆十三年正月二十日：支出银０．４１５两，找籴米、糯米５脚斗；
乾隆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支出银１．５两，籴占米三斗，每斗０．５两。
家庭规模：清代徽州小商人之家庭结构，一般为一成年男子加一未成年小孩，也就是说普通家庭

最终有两名成年男子需要剃发开销。

分析以上账目，以乾隆十三年七月单独剃头一项开支０．０７两白银与同年五月米价为０．５两每
斗，可估算出每次剃头花销折算为大米为每次需要约１．２升。一个小家庭如果平均以两名成年男子
来算，每次剃头开支折米２．４升。根据晚清民间“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的俗语，②每月按照三次
来算，整个家庭的剃头开支为米７．２升。晚清《曾纪泽日记》中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每次剃头的时间，
根据推算，作为一位需要经常性保持发式整齐的官员，他的剃头周期为每７天左右剃头一次，如果需
要上朝会临时增加剃头。③ 据此我们可以做一估算，大约普通士人如果要保持发式整洁，约需要１０
天剃头一次，而官员最低需要７天一剃头。这样，人民的剃头每月支出大约在７升到１斗米之间。这
仅为最小单位家庭的最低数额。平均下来，剃头的开支委实是一项不菲的花销。普通民人家庭承担

起来有非常重的负担。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为何清代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民人都维持着原来汉族

传统的束发习惯。根据郎世宁所绘《羊城夜市图》来看，普通百姓的发式与服装都保持了束发、短褐

的明人旧俗（见图２２）。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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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徽州文书·黄氏收支账》，此条材料承同事李娜女士揭示，谨致谢忱。

耿光连主编：《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济南：济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１页。
参见曾纪泽撰，刘志惠整理：《曾纪泽日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
聂崇正认为此画“在郎世宁所有作品中属于非常‘另类’的”，从衣冠服饰来看，综合郎氏大量的帝王常服画像，正

反映了清初社会生活从宫廷到民间的真实景象。参见聂崇正编：《郎世宁全集》（下），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４页。



图２２　郎世宁绘：《羊城夜市图》（局部）美国斯坦福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根据康雍乾时期的宫廷画像与官私档案文献，我们对有清一代所实行的“剃发易服”

政策有一重新认识，该政策的施行，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关外时期对掳掠人口进行的

带有降服意义的政策时期。第二阶段是顺治元年入关进入北京城起废止了关外实行的剃发之令。第

三阶段是顺治二年起到顺治八年多尔衮去世，由多尔衮主政的清廷在全国颁布了厉行剃发易服的措

施。第四个阶段是顺治八年顺治亲政后逐渐开始放松，直到乾隆前期，有关发式与服饰的禁令全面松

弛，除了官方的场合外，私人生活与民间社会的发型与服饰全面恢复了原汉人的习俗。第五个阶段从

乾隆中期开始到清末，由于乾隆皇帝对满族习俗的强调，更多地是来自于社会习尚的变化，官方的发

型与服饰开始向下漫延到民间，满族发型、服饰开始以一种时尚的形式变成中国人的代表性标志，直

到晚清革命时期剪辫易服风潮，伴随着革命的暴风雨，满族衣冠习俗退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四、衣冠政治、革命与全球化

“在传说、艺术和历史中，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头发来区分人类和动物、文明的公民和未开化的

野人、本地人和外来者、朋友和敌人”。① 在《圣经》神话中，没有头发的雅各（Ｊａｃｏｂ）偷走了头发浓密
的哥哥以扫（Ｅｓａｕ）应得的权利和祝福。似乎毛发稀疏者成为了上帝的宠儿，而毛发浓密者则成了上
帝的弃儿。② 对古典时代的罗马人而言，蛮族是那些头发蓬乱的异邦人。他们与罗马人的文化、语

言、服饰都格格不入。这些包括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在内的蛮族，头部和面部往往长有蓬乱的头发，

与居住在地中海沿岸那些仪态整洁的城市居民形成鲜明对比。③ 在中国的上古社会中，不同地区的

人民不仅在语言、饮食等生活习惯上具有不同的风俗，发型和服饰也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人们并不

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而是视为普通的风俗习惯为人们所熟知。《礼记》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

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

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④所谓被发文身，原来也被视为四夷的习俗。吴越之地习俗为“断

发文身”，⑤断发即剃发之意。按照《礼记》的思想，包括中原在内的蛮夷戎狄五方之民，都有各自的

居室、饮食、服饰与物质习惯。

但是，文明与野蛮是一条变动的界线。中世纪的蛮族在近代都成为创制发明现代国家制度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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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库尔特·斯坦恩：《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刘新译，第６１页。
按照《圣经》的故事，以扫失去了长子继承权。

参见库尔特·斯坦恩：《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刘新译，第６１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六　礼记正义·卷第十二·王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８９６—
２８９７页。
故仲雍居吴越，《左传》曰：“断发文身。”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卷五　王制第五》，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２页。



要“文明”国家，而中古时代的文明种族则沦落为现代社会的野蛮人。在某些情况下，发式与服饰又

会变成极其显著的身份标识用来区别文明人与野蛮人，上流社会与普罗大众。在古埃及与希腊、罗马

时代，剃掉自身的头发，带上人造的假发，曾经是贵族阶层的时尚。路易十三被认为是古埃及以来第

一位戴假发的皇帝（见图２３）。他将假发的流行引入了法国贵族阶层，进而在英国各地掀起了一股绵
延将近二百年的假发风潮。这种风潮也随着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而传入清朝的宫廷深处。康熙、雍

正、乾隆都拥有众多西洋风格的奢侈品和器物，雍正身着欧洲贵族服饰、戴着假发套的形象也被记录

在各种《行乐图》之中（见图２４）。而彼得大帝喜欢将别人的假发夺过来戴在自己头上防雨或防冻，
在西方世界成为专制君主的笑料。① 发式在１８世纪成为了东西方共同认可的身份标识。

图２３　白晋 《清国人物服饰图册》附路易十四画像 图２４　清 佚名 雍正行乐图

同样的故事不仅在欧洲大陆，英伦三岛也在上演着英式版本的“剃发易服”。１８世纪中期，英国
斯图亚特王朝控制了苏格兰高地。１７４６年，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二世（ＧｅｏｒｇｅＩＩ）颁布了《禁装令》
（ＤｒｅｓｓＡｃｔ１７４６），规定：“任何苏格兰男性或者男孩（部分军人除外）不得以任何借口穿戴高地服饰，
包括格子花呢制品、高地紧身裤、肩带等；禁止在束腰披风和上衣装饰各自图案或者任何表明党派立

场的图案。如有违抗，初犯入狱６个月，再犯押至海外种植园劳作７年。”②无独有偶，将服饰视为政
治符号的苏格兰高地人民同样经过几十年的抗争，迫使英国议会于１７８２年废除了《禁装令》，苏格兰
高地风格的裙装和披风重回流行，象征着苏格兰文化获得了合法地位。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发展与苏

格兰社会结构本身的变迁，汉诺威王朝甚至深深感受到了与苏格兰结缘的需求。所以，高地文化开始

赢得王室的青睐，１８２２年乔治四世（ＧｅｏｒｇｅＩＶ）访问爱丁堡时的穿起了高地裙装，成为风俗与政治变
迁的标志性事件（见图２５）。值得提醒的是，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ＩＩＩ）正是派遣马戛尔尼
（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阿美士德（Ａｍｈｅｒｓｔ）等三个使团访问乾隆、嘉庆朝的在位英王。这两个使团的使节
后来都出版了出使日记和回忆录、画册，对清朝中国人的官、民的衣冠服饰有着大量的描绘与想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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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彼得大帝“其游荷兰国在丹色埠礼拜堂听讲。满堂听者，咸目注之。彼得时觉头冻，随手揭旁坐者之假发，移戴於

己首［西国古人俱戴假发至今衙门审事正面官与律师等尚然］。及散堂，乃将假发交还，点头致谢。其臣下对众

言，彼得生平，不以此事介意，在礼拜堂则以此事为常云”。《知新报》第６０册《俄皇大彼得传》，上海：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８１４页。
赵羲：《服饰与制度———格子状演变折射的苏格兰高地社会制度变迁与文化表达》，《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
第２期。
有关英王乔治三世派往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日记、回忆录等文献，比较全面的综述参见欧

阳哲生：《鸦片战争前英国使团的两次北京之行及其文献材料》，《国际汉学》第二十五辑，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此外，法国汉学家佩菲雷特在其《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毛凤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２０１３年）一书的附录二中对有关文献有详细列举。



图２５　身着苏格兰格子裙装的乔治四世

法国大革命终结了将近二百年波旁王朝的假发时尚。但是，大法官和大律师依然将假发当作身

份的标识，一直延续至今。而清朝中后期开始在普通民众中逐渐普及的剃发梳辫，则被各国外交官和

探险家视为野蛮的标志。晚清时期华工进入美国，美国专门立法要求华人割去作为野蛮人标志的辫

子。《使美纪略》载：“所设新法如住房之立方天气，寄葬之不得迁运，告状之不许华人作证及割辫、罚

保等例，均於华人不便。”①路透社曾经报道新加坡对清国华人加以限制：“新架波英政府，议将在此地

生长之华人，剪割辫发。谓华人结辫发，甚不雅观，且操作不便。”②剃发留辫在流行了几十年后，再次

开始逆转，成为满洲风格与野蛮落后的标志，因而也成为了近代维新与革命加以关注的焦点。

鲁迅先生忆及晚清文化心态的转变时指出：“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到光

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

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③“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

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清初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

录。钻在东京或其它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

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张苍水集》、《朱舜水集》都翻印了。”④其实，《扬州十日记》等

书在光绪初就开始流传了。《清稗类钞·著述类》载：“《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记，皆见之于《荆

驼逸史》。”⑤《荆驼逸史》为道光末年出现的一部野史笔记丛书，编者佚名，署名陈湖进士或陈湖逸士

者不可考。但此书在士大夫中多有流传。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五次提及《荆驼逸史》和《扬州十

日记》：“是日借的《荆驼逸史》二十八本，所收共五十种。皆记明末丧乱事由。惟《东林本末》《平蜀

纪事》《榆林城守纪略》《扬州十日记东塘日札》《江阴城守纪》曾见过。”⑥时为咸丰乙卯（１８５５年４
月），此书出现远远早于清末留日学生抄录。

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后，中国士大夫逐渐走上了改革政治制度的维新之路。１８９８年的戊戌政变的失
败，促使一部分士大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开始蔓延。谭嗣同在《仁学》中痛斥清

朝统治阶层将中国当作私产，并以“扬州十日”唤起人民的历史记忆：“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

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

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⑦有关揭露清朝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

发”暴行的记录大量出现：“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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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兰彬：《使美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十二帙，著易堂１８９１年刻本。
《路透电音》，《知新报》第４６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８８页。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６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５页。
鲁迅：《杂忆》，《坟》，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３４页。
徐珂编：《清稗类钞》第八册《著述类·陈湖辑荆驼逸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３７５０页。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３９０页。关于《扬州十日记》版本的考证，参见朱新屋《〈扬
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见《近代史学刊》第十三辑，２０１５年。
谭嗣同：《仁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５８页。



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①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请断发易服改元折》，痛陈割辫

的紧迫：“今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我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②且指出结辫

不利于机器生产等五大弊端，由此可见，在新时代的风潮中，发式与衣冠已成为维新与革命的一项重

要政治符号。③

根据我们从《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的统计，④在清代文献中极少出现的“扬州十日”一

词，从１８９６年起突然出现高潮。此后在１９０３年出现最高峰，此时对“扬州十日”的言论已经广为传
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章太炎等力主排满革命论者：“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

宁死之主义，以自立于抟抟大地之上，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则炎、黄之胄，冠带之伦，遗裔犹多，虽举扬

州十日、嘉定万家之惨剧，重演于二十世纪之舞台，未必能尽歼我种族。不然，逆天演物竞之风潮，处

不适宜之位置，奴隶唯命，牛马唯命，亦终蹈红夷
%

蛮之覆辙而已。”⑤可以看出，以清初剃发易服暴行

的历史记忆的调动来进行革命动员的气氛已经形成。

在这种风潮中，只有梁启超等人逐渐从排满革命的思想中走出来，呼吁革命不分种族，战争年代

的暴行不应成为革命的依据：“何况满人之合为一朝，同化中国教化礼乐，言语服食，无一不同者乎。

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或者动引扬州十日之记，两王入粤之

事，皆当时之涂毒。若思复九世之仇者，此盖古时文明未开，敌国相攻之常。项羽自起，亦中国人也，

而项羽坑秦新安降卒且二十四万。白起坑赵长平降卒且四十万矣。故在开国之时，万国未通之日，分

别内外犹之可也。方今大地概通，诸种并遇，匈牙利、土耳其说者方引而亲之，以为同宗，况满之与汉，

虽非谓同母之兄弟，当亦比于同父异母之兄弟，犹为一家也。”⑥梁启超所驳“复九世之仇”之典，指

《春秋》中齐襄公为九世祖齐哀公复仇之事。晚清章太炎等人提倡革命，认为清朝从顺治到光绪乃为

九世，正合汉人复仇之意：“去岁西人之仇杀义和团者，比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尚为末减而未有增

也。此则合于九世复仇之意，谁得而非之。”⑦可见，无论是剃发易服还是扬州十日，在晚清的语境中

已经具有了标识性的意义。⑧

对比“革命”一词在晚清文献中出现的频度曲线，我们可以看出“扬州十日”一词与“革命”一词

在频度上具有高度相关性，显示出“扬州十日”的历史叙事是伴随着革命风潮的兴起而在大众媒介中

被广泛挖掘的历史记忆（见图２６、图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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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凤阳：《岳麓书院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翼教丛编》卷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４页。
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６８页。
有关清末共和革命与割辫之关系，可参见李喜所：《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１８３０—１９３０）”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编设计
的大型专业数据库，主编刘青峰。关于学界利用该库所作的研究，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近现代

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章太炎：《驳革命驳议》，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２２８页。
梁启超：《饮冰室师友论学笺》，《新民丛报》第１６号，１９０２年９月。
章炳麟：《正仇满论》，见张

&

、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０年，第９７页。
有关扬州十日的革命宣传与九世复仇之倡议，朱新屋在《〈扬州十日记〉与辛亥革命》（《近代史学刊》第十三辑，

２０１５年）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



图２６　“扬州十日”在晚清文献（１８３０—１９３０）中的引用频率

图２７　“革命”一词在晚清文献（１８３０—１９３０）中的引用频率

在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发式已经脱离了习俗与流行的层面，一再被赋予社会变革的意义。

正如法国大革命终结了路易十六的假发一样，剃发留辫也在革命大潮中被彻底摧毁。随着１９１２年著
名的保皇派康有为在日本神户也宣布“割辫”，有清一代终于为其三百年前的杀戮政策付出代价。革

命时代，不仅剃发的汉人割辫首义，就是曾经的满洲贵族也纷纷放弃满族身份，加入汉族或者革命者

的行列，断发文身成为正当，中国大地上之发式与服饰，始又一变，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责任编辑：王正华）

·２２·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